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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政策的目标为提升农户的电商技术采纳，推动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基于70项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政策文件，利用熵权法从行政级别、政策属性、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和政策协同5个维度对政策效应进行评估。研究结果显示：从年度政策的总体效应演化来看，电商扶持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数量增加所获得的叠加效应出现了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从政策工具的协同来看，尽管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工具组合能取得更好的政策效果，但有些工具间的组合反而产生弱化效应；从政策目标的清晰度来看，目标越具体、量化程度越高，越易于评估，政策的实施效果也越好。研究结论以期为更好地制定农村电商扶持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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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ssessment of Upward Support Policy for Rural E-commerce: Text Analysis Based on Entropy Weigh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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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al of upward support policy for rural e-commerce in China is to promote farmers' adoption of e-commerce technology, promote rural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Based on 70 rural e-commerce upward support policy documents, this paper uses entropy weight method to evaluate the policy effect from five dimensions: administrative level, policy attribute, policy tool, policy goal and policy synergy.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the evolution of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annual policy, the e-commerce support policy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but over time, the superposition effect obtained by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policies appears the phenomenon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In terms of the synergy of policy tools, although the use of two or more combinations of tools can achieve better policy results, some combinations of tools have a weakening effect. From the clarity of policy objectives, the more specific the objectives,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quantification, the easier it is to evaluate, and the better the effect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is intended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better formulation of rural e-commerce support policy.
Key words: rural e-commerce; supportive policy; effect evaluation; entropy weight method

收稿日期：2019-09-25，修回日期：2019-11-1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村专业大户电商技术采纳行为、扩散效应及引导政策研究”(71663028),“农村居民生态消费行为形成机制、溢出效应与干预政策设计” (71963021) 
农村电子商务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是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有利于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推动农业升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近年来，随着农村网络的普及，我国农村电商的发展非常迅速。截至2018年12月，全国农村网店数达985.6万家，农产品上行交易额由2012年200亿元增至2018年2 305亿元，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1.37万亿元，同比增长30.4%，约占全国网络零售额的15.21%。为了进一步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降低农户电商技术的采纳成本，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在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出现“电子商务”（含“电商”）8次，还首次设了一个专节“推进农村电商发展”，共计297字。商务部也从2014年开始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从财政、金融、税收、基础设施、技术培训等方面全方位地支持示范县，截至2018年12月，已累计支持示范县1 016个，覆盖国家级贫困县737个，占国家级贫困县总数的88.6%，其中支持深度贫困县137个。因此，研究政府扶持政策对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进而发挥其引导作用，对于推动农产品进城、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目前来看，虽然近几年我国各级政府陆续发布了诸多关于引导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文件，但还很少有学者对这些政策的效应进行量化评估，以回答这些政策的最终效应如何、怎样的政策工具组合能带来更佳的实施效果、哪些发文机构协同能产生更好的政策效应等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通过收集近几年与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政策有关的70项政策文件，利用熵权法对这些政策文件进行量化分析，以评估我国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政策的实施效应，为政府更为有效地利用政策工具推动农村电商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1  文献综述

农村电商扶持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工业品下乡，拓展农村消费市场，降低农村流通成本，充分释放农村市场消费潜力；另一个方向是农产品进城，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培育多元化农村电商主体，疏通农产品渠道梗阻。本文旨在评估农村电商中农产品上行扶持政策的实施效应，故对农村电商的下行扶持政策不做评价。
由于我国农村电商扶持政策实施时间较短（从2014年开始），还未析出专门探讨农村电商扶持政策的研究文献。但已有一些文献从政策本身出发，对政策的实施效应进行了量化研究，如：Libecap[1]首次对矿产权的各项法规内容进行打分量化处理，然后利用所构建的指标分析了各项法规的实施效应并进行了排序。在此之后，有众多的学者开始借鉴量化评估的方法对有关政策进行了评估，如Daugbjerg等[2]从责任部门、执行计划、法律地位、目标群体、政策目标、时间规划、预算、评估与反馈8个维度对英国的27项体育运动推广政策进行政策效应研究，拓展了政策文本量化研究的思路；彭纪生等[3]对技术创新政策进行文本量化评估；而芈凌云等[4]对节能引导政策文本进行量化，评估政策的效应和效果。从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基本从政策工具、政策协同、政策力度及政策目标等方面展开政策评估，对农村电商扶持政策的效应评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1  政策工具的影响效应
在对有关政策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后，本文将政策工具分为经济工具、信息工具、行政工具和物理工具四大类。电商扶持政策中的经济工具主要包括：补贴、税收减免、信贷支持等。岳欣[5]在研究农村电商技术应用时指出，政府对网络基础设施和龙头企业的资金扶持政策及税收优惠政策能快速推动电子商务在农村的普及和运用。除了对经济工具的研究，有学者开始探讨非经济政策工具对组织（个体）电商技术采纳及扩散行为的影响，其中包括信息工具、行政工具和物理工具等[6]，认为比较而言，信息工具的影响是最为有效和持久的，但其影响效果的呈现需要较长时间；行政工具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需要政府的不断宣传和监督；物理工具是通过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来实现的，其效果介于信息工具和行政工具之间。在此基础上，Gatautis[7]进一步提出，信息工具尽管有效，但如果与其他政策工具结合使用，效果会更加显著。我们在政策文献的研读中也发现，政策工具的使用确实往往不是单一出现，而是组合使用，如张国兴等[8]在研究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协同有效性中发现，政策工具协同使用效果会更好，但是不同政策工具的协同对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有显著的差异。

1.2  部门协同的影响效应
经过前期对我国出台的有关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政策的收集和分析，我们发现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政策通常会由几个部门协同发布。若追溯协同治理的起源，其实践源自英国布莱尔政府的改革。Arthur[9]认为，协同是组织之间互换信息、改变行为、共享资源、提高各自能力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同担风险和责任、共享利益，最终实现共同受益、达成共同目标。而在政策推行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划桨”的任务应该交给私人部门和非营利组织、社区组织等第三部门[10]。既有的发展主义文献尽管也提出了嵌入型自主性的概念[11]，也论及了国家与社会的协同[12]，但对于部门协同问题，Meijers等[13]认为部门协同是指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跨界问题的管理，这些问题超越了现有的政策领域边界和单个部门的职责范围，需要多元主体间的协同；Matei等[14]强调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应当加强政府内部门间以及不同政府部门间的协同来平衡不同部门间的利益冲突；而Camarero等[15]则认为政府部门协同是政策目标相互冲突或相互竞争的结果，部门协同是解决政策冲突的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Kim[16]指出政府应该采取部门协同等措施来维持政策在环境变化中的稳定性。由于我国农村电商扶持政策实施时间较短，目前主要还是由政府推动，故本文仅分析政府职能部门间的协同效益；但随着扶持政策的推进，是否有可能扩展到与企业或私人组织之间的协同，本文不做讨论。

1.3  政策力度的影响效应
政策力度包括两个维度，一个是颁布机构的行政级别，另一个是颁布政策的属性（包括法律、条例、规定等）[3]。彭纪生等[3]通过对创新政策演变的研究发现，颁布机构的行政级别越高、政策类型的强制性越大，政策的经济绩效也越好；在此基础上，张国兴等[17]在测量节能减排政策时，通过研究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和参考彭纪生等[3]科技创新政策量化标准，并结合专家意见，对政策赋予1～5分的数值以描述政策力度，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政策力度与其他政策变量（如目标、工具等）结合使用政策的实施效果更好；而芈凌云等[4]则通过对65项有关政策的研究，对我国生活节能政策力度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节能政策的力度偏低，且命令控制性政策的节能效果不明显。

1.4  政策目标的影响效应
政策目标是指用于描述政策文本中所要实现目标的可衡量程度。芈凌云等[4]认为，政策目标越量化，其可衡量程度越高，政策的效应越明显。彭纪生等[3]在对我国技术创新政策分析中发现，越是高一级领导机关颁布的政策越宏观，对经济主体的影响和约束力越弱。而张国兴等[8]则进一步指出，尽管量化的政策目标比定性的政策目标更有执行效力，但量化目标之间的协同性同样重要，目标间的协同性越好，政策的效果越明显。国外的相关研究也表明量化可衡量的政策目标更容易实现，如Harmelink等[18]在对欧洲节能政策工具的研究中发现，定性的政策目标难以衡量目标的实现程度，定量的目标更容易实现甚至是超额完成；Stern[19]的研究也表明，政策文件的目标越宏观，政策的执行效应越不好评估，对目标主体的影响及约束力越弱。

从以上文献回顾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不同类型的政策进行了量化评估研究，取得了许多具有借鉴意义的研究结论，但还有以下问题值得探讨：一是，目前大部分关于政策效应评估的文献都是基于某一个或几个维度展开，而从政策工具、政策协同、政策力度及政策目标4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估不太常见；二是，对于政策评估指标的赋值，大部分研究文献以主观赋值法（如专家打分法、德尔菲法等）为主，而综合运用主观赋值与客观赋权对政策进行评估的研究较为少见；三是，对于创新、知识产权、节能等政策效应的评估较多，但对电商扶持政策的评估还未涉及。因此，本文利用所收集的70项农村电商扶持政策（上行）的文本，基于熵权法从政策工具、政策协同、政策力度及政策目标4个维度对这些政策文件进行量化分析，以评估我国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政策的实施效应。
2  数据收集和模型构建
2.1  数据收集
在研究区域的选取上，本研究选择江西省作为研究区域，主要基于以下3点理由：首先，江西省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截至2017年12月，江西省农村人口为2 098.4万人，占全省人口的45.4%，全年农业总产值为3 069亿元；其次，2014年是江西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共有7个县入选首批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占首批综合示范县总数的12.5%，截至2018年12月，江西省共有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县43个，几乎覆盖了全省县（市/区）的一半；最后，目前江西省共有18个县符合贫困县顺利退出，且上述18个县均为国家电商示范县，可见电商扶贫政策在产业扶贫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数据的收集上，我们从国家、省、市相关政府部门的网站，万方数据库（法规），中国知网（政府文件和法律）及百度数据库中以“农村电商”为检索关键词，收集了2006年1月至2018年3月期间相关政策216项，其中国家政策文件154项、江西省地方性文件62项。首先通过标题进行筛选，去除评选结果通知、实施方案、经验推广等文件97项；然后从剩下的119项文件中剔除农村电商下行扶持政策文件，共获得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政策文件70项；最后，对这70项政策文件进行精读，从颁布时间、颁布机构、政策属性、政策目标、工具类型等进行分类、编号和整理，形成最终的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政策数据库（以下简称“样本政策”）。其中，颁布机构为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政策18项，国家各部委16项，江西省政府及各机关单位23项，各市级政府13项。在70项政策文件中，以意见居多（42项），通知次之（10项），而规划、办法、计划、指南等属性的文件较少，为了便于后续的量化分析，我们把这些属性的政策文件统一归类为其他（18项）。按年份划分颁布的样本政策数量如图1所示。
图1改正：1.纵坐标标目改为“数量/项”。2.横坐标轴上年份中的大于等于、小于等于号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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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样本政策数量的年度分布
注：1）由于2014年之前政策出台零散且数量少，故归为一类；2）由于本文政策统计到2018年3月，使得2018年政策数量极少，故将2017年和2018年的相关政策统一归为2017年以后的政策。下同。
2.2  评估维度确定与赋值
基于文献回顾的结果，为了更为全面地评估我国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政策的效应，本文从政策工具、政策协同、政策力度及政策目标这4个维度建立政策文本的量化评估模型。其中，政策工具包括经济工具、行政工具、物理工具和信息工具。经济工具的使用主要表现为政府通过补贴、税收减免、信贷支持等经济手段刺激农村电商技术的采纳；行政工具往往体现在政策目标及规则设定等方面，用来规范制约政策实施过程，协调在完成政策目标过程中可能碰到的问题；物理工具顾名思义是提供可见的物质基础，如,构建电商平台、搭建电商创业基地等，通过提升农村电商使用的物质条件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信息工具则体现在对电商的宣传推广、组织培训等技术信息的传递，通过对电商知识的普及和推广，破除农户使用电商的技术壁垒。由于4类电商政策工具的特点各异，主要表现形式不同，所能达到的预期政策目标也不一致（见表1）。

表1  2006－2018年我国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政策主要工具类型
	工具类型
	表现形式
	特点
	预期目标

	经济工具
	补贴、税收、贷款政策等
	快速，但持续时间较短
	快速推动电商技术采纳

	信息工具
	电商培训、宣传等
	耗时，但持续时间较长
	提高认知、提升技能

	行政工具
	政策目标、规范、标准等
	引导，但直观效果不明显
	推动农村电商持续发展

	物理工具
	电商平台、服务站、物流建设等
	基础，需要与其他工具协同
	为农村电商提供物质基础


注：参考Gatautis等[6-7]的研究并根据我国农村电商扶持政策的文本分析整理。
从目前政策评估的文献来看，大部分基于单个政策工具进行效应评估，而现实情况是，很少仅出现单个工具的文本。正如芈凌云等[4]所指出的，政策工具通常是2个或2个以上协同使用，且以某类工具为主，其他工具为辅的形式出现。我们对70项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政策的文本分析中也发现，单独使用某种政策工具的文本仅有8份。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不评估某个政策工具单独的政策效应，而是重点考察不同政策工具的组合效应，根据政策文件中出现的政策工具数量分别赋值为1～4分：如使用了4种政策工具，赋值为4分；仅使用了一种政策工具，赋值为1分，详见表2。

对于政策文本中所使用政策工具类型及数量的判定，我们采取了3步讨论法，尽量保证判定的准确性：第一步，由4位研究生分别对70项政策文件进行精读后，给出每个编号的政策文件所使用的工具类型及数量，然后对意见不一致的归类进行充分讨论，得出一致性的判定；第二步，邀请了笔者所在地农业厅和商务厅的行政人员各1名（由于大部分的农村电商扶持政策文件都由这两个部门起草或下发）及2位专业老师分别对研究的归类结果进行分析，对不一致的判定进行讨论后，形成统一意见；第三步，对于第一步和第二步中不统一的归类，先由4位研究生给出归类的理由，然后由2位行政人员和2位老师共同判定。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得出政策协同、政策力度及政策目标的分类判定。

根据政策文本中目标描述的清晰度和可衡量度，把政策目标划分为非常清晰、比较清晰和不太清晰3类。如果文件中政策目标清晰明确且可量化，我们归类为非常清晰，如政策文件中用明确的数字表达电商销售额、服务站建设数量、电商培训次数等。对于政策目标类型的赋值，参考芈凌云等[4]在研究中的分值设定，从低到高分别赋值1、3、5分（见表2）。（部门间）政策协同的划分相对比较简单，通过政策文件中共有几个部门联合颁布（有几个部门的公章）来判定。从样本政策来看，最多有3个部门联合颁布。根据政策联合颁布部门的多少，从低到高分别赋值1～3分（见表2）。
表2  我国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政策的目标、协同和工具评分标准及赋值
	项目
	样本数量/项
	赋值/分
	评分标准

	政策目标
	27
	5
	非常清晰：政策目标清晰明确且可量化，给出了电子商务销售额、服务站数量、培训次数等明确的数字标准

	
	18
	3
	比较清晰：政策目标清晰，但没有量化标准

	
	25
	1
	不太清晰：仅宏观地简要表述了政策的愿景和期望

	政策协同
	4
	3
	3个联合部门

	
	20
	2
	2个联合部门

	
	46
	1
	1个联合部门

	政策工具
	22
	4
	使用4种政策工具

	
	22
	3
	使用3种政策工具

	
	18
	2
	使用2种政策工具

	
	8
	1
	使用1种政策工具


对于政策力度的评估本研究又细化为2个维度，一是颁布机构的行政级别，另一个是颁布政策的属性。参照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以及彭纪生等[3]、张国兴等[17]的赋值方法，我们对政策力度中的行政级别维度从低到高分别赋值1至5分：如果是市级政府机构颁布的政策文件，赋值为1分；如果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国务院颁布的政策文件，赋值为5分。对于政策力度中政策属性维度的赋值，参考芈凌云等[4]所使用的政策力度评估方法，从低到高赋值1至4分：如政策文件为通知、公告等，赋值为1分；如果政策文件为条例、规定、意见等，赋值为4分。详见表3。

表3　我国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政策力度的评分标准及赋值

	维度
	样本数量/项
	赋值/分
	评分标准

	行政级别
	18
	5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国务院颁布的政策文件

	
	16
	4
	国家各部委颁布的政策文件

	
	18
	3
	江西省人民政府颁布的政策文件

	
	5
	2
	江西省各机关单位颁布的政策文件

	
	13
	1
	市级政府机构颁布的政策文件

	政策属性
	42
	4
	条例、命令、规定、意见

	
	12
	3
	规划、计划、办法、标准

	
	6
	2
	指南、方案、措施、条件

	
	10
	1
	通知、公告


2.3  评估模型构建
本研究利用熵权法进行客观综合赋权。借用信息熵的性质，即在信息论中，熵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熵也越小，反之熵也越大。在本文中，对政策的研究是基于文件内含有的信息内容分5个维度（其中政策力度包含两个维度）对其进行客观赋值，进而评判政策价值，符合此性质；并且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能削弱主观因素影响，从客观角度对政策价值作出综合评估。故我们选择熵权法进行研究，具体过程如下：

政策评估完全使用等级评分制，因此不需要进行数据的归一化处理。自变量的选取分别为行政级别、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政策协同和政策属性；

为政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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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项属性的系数。需要注意的是，熵权法仅仅针对平等的基本属性，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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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策的5项地位平等的基本属性，因此建立以下政策评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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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于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通过计算指标的信息熵，相对变化程度大的指标具有较大权重。计算具体过程按如下公式及步骤进行：
首先，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后，计算得到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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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计算参评指标熵值。对于某项指标，指标值差距越大，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估中所起作用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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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的累加为某一列指标数值，即某一属性的数值和。

然后，计算指标差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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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确定参评指标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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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模型各指标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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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为模型式（1）的。通过计算[image: image20.wm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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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式（1）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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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表4  2006－2018年我国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样本政策评估模型指标计算结果
	指标
	政策力度
	X3(政策工具)
	X4(政策目标)
	X5(政策协同) 

	
	X1（行政级别）
	X2(政策属性)
	
	
	

	H(Pj) 
	0.313
	0.310
	0.278
	0.291
	0.154

	dj
	0.687
	0.690
	0.722
	0.709
	0.846

	wj
	0.188
	0.189
	0.198
	0.194
	0.232


利用式（7）可以计算得到

值，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会按照维度划分求出相应

的均值，

的均值越大表示政策效应越好，

的均值越小则表示政策效应越差。
3  政策效应评估
为了更为清晰地评估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政策的实施效应，首先通过计算模型中的

值，描绘出各年度样本政策总效应的演化，然后再分别从行政级别、政策属性、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和政策协同5个维度对政策效应进行评估。

3.1  年度政策的效应演化

将政策按年划分为2014年之前、2015年、2016年和2017年以后，利用模型构建出不同年份的

的计算方程，结果表明2015年出台的政策

的均值最高为2.78，2016年开始政策价值开始下滑，到2017年以后下滑更为明显，跌至2.55（详见图2）。对年度样本政策数量的统计发现，2015年政策数量急剧增加，而到2016年迅速降至一半左右，之后的年度政策数量保持稳定。结合当时背景资料可知，第一批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于2014年12月份由财政部、商务部认定通过，紧接着2015年7月认定第二批，这说明由于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使得2015年农村电子商务政策出台数量突然急剧上升。但在政策推进的持续程度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

的均值由2015年的2.78下滑至2017年后的2.55，数量也由2015年30项下滑为2016年的12项。可见政策往往在刚推行后的一段时间内在数量上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且具有较高的政策效应，但在持续程度方面却不太乐观。因此，政府需要思考如何维持政策质量与数量，以保证政策能持续推进。
图2改正：横坐标轴上年份中的大于等于、小于等于号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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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我国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样本政策[image: image41.wmf]v



的均值演化

为了分析各年度某一维度对
[image: image42.wmf]v

值变化率影响的大小，我们对不同年度的样本政策分别构建模型，通过计算得到各模型中
[image: image43.wm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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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的值，如表5所示。

表5　2006－2018年我国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样本政策效应评估结果
	时间
	政策力度
	X3 (政策工具)
	X4 (政策目标)
	X5(政策协同)

	
	X1（行政级别）
	X2 (政策属性)
	
	
	

	2014年及以前
	0.192
	0.181
	0.199
	0.190
	0.238

	2015年
	0.180
	0.187
	0.198
	0.199
	0.236

	2016年
	0.196
	0.181
	0.191
	0.197
	0.235

	2017年及之后
	0.191
	0.198
	0.196
	0.184
	0.231


然后对行政级别、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政策协同和政策属性5个维度分别求导进行描述，结果如图3所示。从图3可以看出，政策协同的影响高于另外5个维度。根据已有统计的政策信息，我国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政策一般会由商务部、财政部、农业部和国家发改委等同级部门联合发布。根据机构职责可知，商务部的主要职责中包含有推进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的发展和推进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组织实施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工程；财政部负责有关政策补贴和专项储备资金管理工作，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中主要是提供财政支持和补贴；农业部（于2018年3月整合为农业农村部）负责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国家发改委的职责主要在于监督和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其中下设农业经济司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制定发展战略及政策。由于这些政策制订主体的职责存在交叉的地方，同时权力之间能够互相弥补，进而发挥部门间的协同效应，使得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政策协同对
[image: image44.wmf]v

值的影响力高于其他政策维度。

从年度来看，行政级别和政策属性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2014年及以前，国家、省、市发布的政策较为平均，由于农村电子商务示范县工作的推进，2015年国家相关政策数量出现大幅度增长，而到2016年3种行政级别的政策数量又逐渐恢复至平均。印子[20]的研究结果表明，国家政策的出台往往是从地方走向全国，并以河南省为例研究低保政策时认为，政策的制订和施行分为地方政策阶段、国家政策执行阶段、地方性政策完善阶段3个阶段；刘岳等[21]的研究认为国家的各项政策从宏观上决定了农村社会的生活方式，但最终的政策结果往往并不取决于当初政策制定时的理论预设和良好的愿望，而是实践过程中对政策的修正程度，即政策的实施过程。因此，可能是由于2015年国家关于农村电子商务政策的大量出台，国家的权威性使得行政级别对
[image: image45.wmf]v

值的影响增强，而政策属性相应显得影响力度较弱，后期由于各行政级别出台的政策数量趋于平均，且地方性政策在基层的可操作性更接近农村情况，行政级别对政策
[image: image46.wmf]v

值的影响力减弱，政策属性对政策
[image: image47.wmf]v

值的影响力度再次上升，故而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

另外，从图3还可以看出，政策目标在2016年开始对政策
[image: image48.wmf]v

值的影响力就开始略微下滑，到2017年以后为各维度中对政策
[image: image49.wmf]v

值影响力最弱的一项。通过研读研样本政策文本内容，我们发现，大多数农村电子商务扶持政策目标设定的年限为5年左右，但并未细化每一年的目标。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时限较长，政策目标的影响力无法在每一年中明确体现；且由于目标设定完成多在2020年及以后，故政策目标的影响在短期内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图3改正：横坐标轴上年份中的大于等于、小于等于号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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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6－2018年我国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样本政策各维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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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影响大小演变
3.2  政策力度的效应评估

因为政策力度包括行政级别和政策属性两个维度，我们把两个维度组合进行政策力度的效应评估。政策的行政等级一共有国家、省级和市级3个等级，将其与政策属性综合考虑得到政策力度，分别对不同政策
[image: image52.wmf]v

的均值取平均值，结果如表6所示。需说明的是，在前期统计时，省级未见出台通知类型政策，因此无法计算此类政策
[image: image53.wmf]v

的均值。由表6可知，国家级别中，规划、计划等其他类别政策在3种模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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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均值最高（3.14），说明其价值优于意见和通知；在省级中，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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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均值（2.91）都高于其他类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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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均值（2.61），相比而言，省级意见的政策效应更好；在市级中，其他类别政策的
[image: image57.wmf]v

的均值最大（2.86），而通知类型政策的
[image: image58.wmf]v

的均值最小（1.98），所以在市级政策中其他政策效益最好，通知政策效益较差。从总体上进行比较，国家其他类别政策的
[image: image59.wmf]v

的均值在模型中为最高，说明这类政策在5个维度上搭配较为合理。

3.3  政策工具协同的效应评估

在进行政策工具协同的效应评估时，将同一种组合加总求
[image: image60.wmf]v

的平均值，权重越大表明影响力越强。从表6可以看出，政策的出台一般不会单独使用经济工具，本研究通过政策研读及参考前人的研究结果发现，这可能是由于经济工具往往会当作一种伴随的激励措施与其他工具协同使用。单独使用行政工具
[image: image61.wmf]v

的均值往往高于其与经济或信息组合使用时的均值，说明这两种工具组合使用时反而会相互弱化彼此的效果，表明行政工具不太适合与经济或信息工具协同使用；同时，我们也发现，行政工具
[image: image62.wmf]v

的均值（2.13）是所有单独使用工具中最低的，但数量却最多，因此政府在未来单个政策工具的设计中应考虑更多地选择物理或信息工具。在两种工具组合中，信息和物理工具组合的
[image: image63.wmf]v

的均值最大（2.66），行政和物理工具组合
[image: image64.wmf]v

的均值（2.63）排在第二；而从数量上来看，信息和物理工具组合数量较少，就两种工具组合而言，物理工具与信息或行政工具协同使用能取得更佳的政策效果。在3种工具组合当中，行政、信息和物理工具组合的
[image: image65.wmf]v

的均值最大（2.85），数量也最多（16个），说明政府在3种工具协同选择上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从表6可以看出，4种工具同时组合使用，政策
[image: image66.wmf]v

的均值最高（3.04），且同时使用4种政策工具的政策数量也最多，表明政府很明确其在出台政策时应该从多方面考虑扶持方式，融合4种政策工具，尽可能大地发挥了工具的协同效应。
4.4  部门协同的效应评估

在样本政策文件中有超过半数是由1个部门颁布，然而其
[image: image67.wmf]v

的均值最小，为2.57，比3个部门联合颁布的低了0.67（详见表6），说明政府可能在出台农村电商相关扶持政策时未能明晰部门协同的重要性，或是担忧政策由多个部门联合发布可能导致职责分散，但就本文研究结论而言，利用部门协同能够有效提升政策的效应。

3.5  政策目标的效应评估

政策目标的清晰度赋值分别为1、3、5分，由表6可知，在模型中政策目标

的均值随着目标清晰度的增加而增大，由2.45分增至2.92分，说明政策目标越清晰，政策

的均值越高，政策效果越好。
表6设计欠合理明晰，应考虑拆分为两个表格。请重新设计完善
表6　2006－2018年我国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样本政策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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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均值
	政策力度
	样本数量/本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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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值
	工具组合
	样本数量/本
	百分比
	
[image: image74.wmf]v

的平均值

	行政级别
	政策属性
	
	
	
	
	
	
	

	国家
	通知
	7
	10%
	2.341
	行政工具
	5
	7.1%
	2.130

	
	意见
	22
	31.4%
	2.721
	物理工具
	2
	2.9%
	2.336

	
	其他
	5
	7.1%
	3.144
	信息工具
	1
	1.4%
	2.362

	省级
	通知
	0
	0%
	0
	行政，经济
	2
	2.9%
	2.067

	
	意见
	12
	17.2%
	2.912
	行政，物理
	10
	14.3%
	2.625

	
	其他
	11
	15.7%
	2.611
	行政，信息
	3
	4.3%
	1.890

	市级
	通知
	3
	4.3%
	1.976
	信息，物理
	3
	4.3&
	2.662

	
	意见
	8
	11.4%
	2.748
	行政，信息，物理
	16
	22.9%
	2.850

	
	其他
	2
	2.9%
	2.862
	行政，经济，物理
	3
	4.3%
	2.607

	政策目标
	很不清晰
	25
	35.7%
	2.447
	行政，经济，信息
	2
	2.9%
	2.291

	
	比较清晰
	18
	25.7%
	2.731
	经济，信息，物理
	1
	1.4%
	2.569

	
	非常清晰
	27
	38.6%
	2.923
	行政，经济，信息，物理
	22
	31.3%
	3.044

	政策协同
	1个部门
	46
	65.7%
	2.575
	

	
	2个部门
	20
	28.6%
	2.892
	

	
	3个部门
	4
	5.7%
	3.245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熵权法从行政级别、政策属性、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及政策协同5个维度建立量化评估模型，对近几年国家及江西省颁布的70项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政策进行了效应评估，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

首先，从年度政策的总体效应演化来看，电商扶持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数量增加所获得的叠加效应出现了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在考虑政策数量的同时，需要兼顾政策质量，即不同政策维度的协同效应。就政策力度而言，国家和市级规划、计划、措施等政策价值优于通知和意见，而省级颁布的意见要优于其他政策类型。

其次，从政策工具的协同来看，经济、行政、物理及信息工具的协同使用会取得最佳的政策效果；而使用行政、信息及物理3种工具会比其他3种工具的组合效果更好；在出现两种工具的政策中，物理工具与信息或行政工具的协同效果最好；经济工具通常不会单独出现，而是与其他工具协同使用；单独使用物理或信息工具的效果会比单独使用行政工具的效果更好。

最后，尽管部门间难以协同，但政府部门间的协同能够明显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而政策目标的清晰程度以及政策目标是否量化，也会对政策效应产生重要影响，目标越具体、量化程度越高，越易于评估，政策的效果也越好。

4.2  政策启示

首先，具体政策需层层细化。在国家层面，出台的政策应以规划、计划、措施等政策类型为主，并制定相应的实施条例。在省级层面，政府需对国家政策进一步研读，根据各省份的经济和物理条件，基于国家政策，制定适合本地发展的省级政策，辅以意见的形式颁布。在市级层面，由于市级政府更加清楚各个县的实际情况，选择使用计划、规划等政策类型明确每个县区的发展任务、规定每一年需达到的目标，让政策能够真正落实下去；另外，市级政府还需要承担起收集政策效果的任务，向上反馈政策效应，以根据前期政策的实施效果有的放矢地推出后续扶持政策。

其次，政策工具需协同使用。就单独使用某种工具而言，物理或信息工具会比行政工具效果更好；虽然经济工具易于实施，但需要与其他工具协同使用。从研究结论看，尽管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工具组合能取得更好的政策效果，但同时也要看到，有些工具间的组合反而会弱化政策效应（如行政与经济或信息工具组合）。因此，职能部门在制定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政策时，要充分考虑政策工具的叠加效应，避免产生弱化现象；另一方面，还需发挥职能部门间的协同优势，强调部门间的职能互补，以期更为有效地推动政策实施。

最后，政策目标需清晰传递。由于政策目标越具体、量化程度越高，政策的执行效果也会越好，因此职能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充分考虑政策目标的清晰度，如明确时间节点、电商产业园建设规模、带动就业人数、电商销售额等等，一方面可以清晰地传递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可以进行明确的任务分解，推动政策的实施进程，并在执行的过程中及时反馈政策的实施效果，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调整，为后续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有力的参考和支撑。

4.3  不足与展望

本文基于农村电商上行扶持政策文本构建价值评估体系，对政策价值进行了前期评估，取得了一些具有理论及实践意义的重要结论，但也存在不足：首先，从4个维度对政策的总体效应进行了评估，但缺乏对政策实际效果与评估结果的有效性检验。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商务部从2014年年底开始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工作，这意味着到2018年年底只能收集到4年的评估数据，而政策推行过程中可能产生政策时滞，很难在短时间内准确地检验农村电商政策的实施效益；另一方面，本研究计划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3个方面对评估结果进行验证，但在前期信息收集中发现，目前农村电商效益反馈数据不全，难以从这3个方面进行实际效果的评估，但实际效益的检验对推动农村电商后续扶持政策的颁布和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从多视角、多维度、多方向对农村电商扶持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其次，本文以江西省作为研究区域，尽管研究结论可以为与江西省相类似的中西部农业大省提供借鉴和参考，但结论是否适合其他省份需要进一步验证，且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也需要进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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